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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传统中国，士大夫为四民之首，宋明以后形成了一个“士绅社会”。晚清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士

大夫再次成为自由流动资源，“士绅社会”逐渐转化为“知识人社会”。这一“知识人社会”拥有学校、

社团和传媒三个重要的公共建构，这使得知识分子的文化影响力空前地提高。然而由于“知识人社会”的

独立性质，又使得知识分子们与社会发生了制度性的疏离，以至最后自我边缘化，无法重建社会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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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两千年的古代历史之中，中国士大夫作为四民之首，曾经是社会与国

家的中枢，在朝辅助帝王共治天下，在野作为地方精英领导民间社会。士大夫阶

层成为最有影响、举足轻重的社会重心。那么，到了近代以后，当传统士大夫逐

渐自我演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以后，其社会政治影响究竟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

是继续成为社会的重心，还是被社会边缘化了？关于这些问题，近年来学界有不

少讨论。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余英时先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一文，

[1] 他所提出的 20 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断被边缘化的看法，得到了相当多的认

同和回应。[2] 余先生的看法固然有其道理，道出了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下行的

一般趋势，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一下行趋势， 并非知识分子的全盘溃败，

相反地，现代知识分子比较起传统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影响力不仅没有下滑，反

而有很大的提升。[3]一方面是社会政治地位的下降，另一方面是文化影响力的提

高。为什么这两种看起来似乎是悖论性的现象会同时在近代中国发生？个中又有

什么样的内在关联？这些问题，将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一 从“士绅社会”到“知识人社会” 

  

    晚清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于士大夫而言，无疑是自春秋战

国以后的第二次礼崩乐坏时代，其所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文化秩序处于不断的

解体之中，而 1905 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乃是士大夫与过去那个赖以安身立命的

文化与制度发生断裂的转折点所在。传统的秩序崩盘了，新的秩序尚待建立，在

这历史的第二次礼崩乐坏时代，士大夫以自己的思想和实践参与瓦解着旧的秩

序，同时又被旧秩序抛离到社会，再次成为流落民间的自由流动资源。[4] 

    晚清的知识分子游士化，与春秋战国时代不同的是，这次不是从宗法封

建政治关系中，而是从帝国和家族秩序中游离出来，成为下移到民间的游士。虽

然知识分子失去了国家所赋予的功名，失去了法律上的政治和社会的特权，但他

们依然不是一般的平民，而是特殊的平民，依然是社会的精英，在这礼崩乐坏的

大时代里，充满了忧患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梁启超在《新民说》

中说：“今日谈救国者，宜莫如养成国民能力之为急矣。虽然，国民者其说养之

客体也，而必更有其能养之主体。……主体何在？不在强有力之当道，不在大多

数之小民，而在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5] 

梁任公所说的“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指的就是从帝国和家族秩序中游离

到民间的知识分子们所组成的社会。这些知识人，虽然成为职业各不相同的游士，

但他们并非互相隔绝的一盘散沙，而是有着一个紧密联系的社会文化网络。这样

的社会文化网络，我称之为“知识人社会”（intellectuals society）。[6]  

“知识人社会”大约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晚清年间出现，到民国初年发

展成型。如同中国的知识分子自传统士大夫自我演化而来，“知识人社会”的产

生也并非平地起楼，而是与传统的“士绅社会”有着历史的血脉联系。所谓的“士

绅社会” （gentry society）这一概念，最早由费正清提出，[7] 按照卜正民

（Timothy Brook）的描述，“士绅社会”是一个有获得功名的精英主宰的社会，

它处于由地方行政官代表的公共事务领域与个人及其家族的私人领域之间。[8] 



汉唐时代的儒生们走的是往政治发展的上行路线，更多地体现为帝国的士大夫，

而宋明以后由于佛教和理学的内在转向，士大夫们从单一的上行路线转而下行，

注重民间的教化职能，从士大夫变为士绅。这些士绅虽然具有科举考试所正式赋

予的国家功名，但他们的权威更多来自民间，来自儒家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威权。

[9] 由于传统中国的政治权力只达到县一级，在地方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有很

大的权力真空，这一权力真空正是由地方士绅们所填补，形成一个具有自治性质

的“士绅社会”。[10] 

到 19 世纪中叶，借助平定太平天国叛乱的机会，地方士绅的权力从地方性

的社会文化事务，扩展到拥有全国影响的政治军事领域。随着朝廷中央权力的逐

渐衰落，地方士绅在新政和自治的制度化名义下，进一步扩展权力的基础，终于

在辛亥革命中成为最大的获利者。晚清是“士绅社会”权力扩张的登峰造极，同

时也因为其过于政治化而自我瓦解：一部分士大夫直接转化为政治权力而失去民

间的身份，而另一部分士大夫则在新式的建制之下蜕变为新式的知识人。在清末

民初年间，传统的“士绅社会”渐渐自我转型为一个“知识人社会”。 

“士绅社会”与“知识人社会”的最大区别首先是其主角的不同，从传统的

士绅易为现代的知识分子，[11] 除了身份和文化背景的转换之外，“知识人社会”

与“士绅社会” 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其内部建制的变化。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说：“只有近代社会提供了制度化条件，使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

子群体得以产生。”[12] 张灏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中指出：晚

清以后，在城市社会之中，渐渐出现了使现代知识分子得以形成的制度性媒介：

学校、传媒和结社。张灏将这三者称之为基础建构（infrastructure），即“知

识人社会”得以凭借的三个基础性的公共网络。[13] 1890 年代以后，随着新式

的学堂、传媒和社团的出现，出现了一个“知识人社会”。这一“知识人社会”

居于国家（上层的国家权力）与社会（下层的市民社会）之间，其中的角色不再

是传统士绅，而是现代知识分子，其职业和身份是多元的：教师、编辑、记者、

出版人、自由撰稿人等等。他们不再像士绅阶层那样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也不再

有国家科举制度所认同的正式身份。但正是这些职业与身份多元的现代知识分

子，共同形成了一个知识生产、流通的文化交往网络。 



    晚清以后，在西方科学思想的催化和中国思想传统内部发酵的双重因素

之下，传统的天理观逐渐演变为科学的公理观，以道德为中心的规范知识逐步让

位于以科学为中心的自然知识。[14] 而能够掌握、控制这一新的科学知识的生产、

流动和消费整个过程的，正是从传统士大夫那里蜕变而来的现代知识分子。现代

的社会是一个以知识为中心的社会，知识取代宗教和道德成为社会正当性的来

源，也同时成为政治、文化和社会权力的渊源。知识的再生产，就是权力的再生

产，知识分子在生产知识的同时，也不断强化着他们的文化权力。 

在整个知识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之中，学校和传媒是两个最重要的核心环节。

知识分子因为控制了传媒和学校这两项核心资源，使其晚清以后在文化和舆论上

的影响力，比较起传统知识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掌握了知识和舆论生产、

流通权力的知识分子，本身又是组织化的，形成各种知识分子的社团共同体。于

是，借助学校、传媒和社团这三个重要的建制性网络，具有多种身份和职业的知

识分子，形成了一个替代传统“士绅社会”的“知识人社会”。 

  

二，“知识人社会”的公共网络：学校、社团与传媒 

  

晚清的思想家们如梁启超、谭嗣同等，都将学堂、报纸和学会，看作是开发

民智和社会改革的三个最重要的途径。[15] 虽然他们不曾意识到这是即将出现的

“知识人社会”的基础性建构，但已经视之为新式士大夫得以施展社会影响的重

要管道。梁启超、谭嗣同的想法并非移植于西方，也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来自于

晚明的历史遗产。宋明以后，士大夫的重心下移，从庙堂转移到民间，在基层形

成了一个“士绅社会”。在“士绅社会”之中，各级士绅们通过各种方式互相串

连，形成了多个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交往网络。到明代，这一士大夫的交往网络

已经发展到了空前的规模。明季士大夫的书院林立，讲学成风，士大夫们的结社

也蔚成规模。[16] 晚明的东林党、复社这些士大夫群体之所以对朝野拥有影响，

乃是拥有书院、讲学和结社这些公共交往的网络。到了晚清，当内忧外患再度泛

起，中央王权逐渐式微，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这些在野士大夫试图重新担当



挽救危亡的使命，赋予他们思想灵感的，首先不是域外的新学，而是明代先人留

下的历史遗产。 

从功能的意义上说，学校、报纸和结社，既是现代中国的公共网络，也是中

国特殊的公共领域。现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与以市民社会为基础、以资产阶级为

基本成员的欧洲公共领域不一样，其在发生形态上基本与市民社会无涉，而主要

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社会变革这些政治主题相关。[17] 而这一切，恰恰与明代士

大夫的书院、讲学与结社有着非常密切的历史和精神联系。现代中国“知识人社

会”的公共网络，只有放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脉络之中，才能理解其特殊的发展形

态。 

首先来看学校。1905 年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学校最终替代科举，成为国家

建制所承认的精英培养的正式机构。从此，学校的文凭、特别是海外留学获得的

洋文凭，替代了科举的功名，成为通向政治、文化和社会各种精英身份的规范途

径。胡适在《领袖人才的来源》一文中说：“在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千年来，

差不多没有一个训练领袖人才的机关。贵族门阀是崩坏了，又没有一个高等教育

的书院是有持久性的，也没有一种教育是训练‘有为有守’的人才的。五千年的

古国，没有一个三十年的大学！”[18]  胡适的这段话道出了一个事实：从古代

到近代，中国文化的重心有一个从家族到学校的大转移。无论是汉朝的太学时代，

还是隋唐以后的科举时期，学在官府，衡量文化和精英的标准也在朝廷，士人的

独立性有限，哪怕有儒家的精神道统，也只有少数人才抗得住。宋明士人如此重

视书院，原因亦在此。六朝隋唐时期士人之所以比较有力量，文化灿烂，乃是有

世家大族的支撑，明清时期尚能保持一点学脉，也与文化家族有关。 

晚清以后，传统家族逐渐衰落，但书院挟着欧风美雨的威力摇身一变为现代

的学校，成为文化生产的重心。1904 年的“癸卯学制”和 1912 年的“壬子癸丑

学制”两次学制的大改革，奠定了现代中国学校的基本建制，从此，知识分子改

变了依附于王权政治的历史，开始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职业空间。新式知识

分子的职业化，带来了两个悖论性的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学校使得知识分子无论

在身份上，还是心态上都获得了独立，不再像过去那样依附于朝廷王权。这一次

的独立不仅是精神上的独立，仅仅靠一脉道统支撑自己，而是有了一块实实在在

的社会地盘，有了自己独立的建制化资源。读书人自魏晋南北朝以后，再一次疏



离仕途，获得了相对于王权的自由。但这一次，凭籍的不是门阀世家，而是学

校――是真正属于知识人自己的社会建构。儒家追求了两千年的学统，到了 20

世纪终于找到了学校这一肉身，精神的灵魂终于获得了安身立命之地。 

在近代中国，不须说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即使是国立大学，国家权力的干

预亦相当有限，有相当的自主性。大学的自主性基本掌握在教授手中，学校拥有

自身的文化标准和精英选拔标准。由于学校掌握了知识生产的核心权力，又将这

套文化标准推广到社会，通过对商业精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技术精英的培

养，以现代的学统为网络，建立起一个遍布全国的精英网络，从而拥有了现代社

会独一无二的文化权力。 

    但独立又是一把双刃剑，它也带来了另外一个趋势：独立以后的知识分

子越来越游离于社会。当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以隔离的智慧，以学术为志业的时候，

也就将自我放逐于社会之外。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与乡村没有关系，与所在的城

市没有联系，也与政治相隔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一种自我的边缘化。不

少成为象牙塔人的知识分子，当成为某个专业的专家学者之后，不再有社会担当。

特别在乱世之中，如同魏晋时代的名士一般，清谈学术以自得，到 1930 年代，

以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文化贵族。 

中国二千年以儒家为中心的文官政治传统，使得政治不得不借助文化象征符

号，才能获得其合法性。中世的士族门阀，凭借的是世家大族本身所拥有的文化

优势，近世转为官僚政治以后，科举出身又成为士大夫最重要的文化象征资源。

晚清科举废除之后，文化象征资源便出自文凭和学问。五四时期少年中国学会的

领袖之一曾琦在五四时期说过，从前鄙视学问的政党，“现在因受战后潮流的震

动，也渐渐的知道‘学问势力’不可侮了。”[19] 在民国年间，虽然政权掌握在

新旧军阀手中，但从中国政治传统来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却未必拥有政治的

合法性。除了张作霖等个别土匪出身的军阀之外，大部分北洋和国民党军阀对读

书人还是比较尊重，争相延揽人才，以获得士林精英的好感。1930 年代以后，

国民政府的用人逐渐改变过去延用私人的混乱局面，开始讲究学历和文凭，海外

留学生和国内名牌学校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国民政府内部比例越来越高。[20] 



民国以后按照西方的学科体制所建立起来的大学体制，为了保持大学纯粹的

学术传统，防止过于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公共领域的功能有所削弱。蔡元培、

蒋梦麟、胡适几任北大校长，都对大学的过于政治化有所警惕。不过，作为传统

士大夫的精神传人，他们希望大学所培养的人才，不仅有现代的知识，同时也有

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大学虽然不直接生产公共舆论，代表公共良知，却有

责任为公共舆论和公共良知提供知识的基础和理性的能力。 

    “知识人社会”的第二个网络是社团。大学为现代知识分子所提供的是

知识生产的基本生存空间，但知识分子的组织化和社会文化实践，却是通过各种

社团而实现的。 

根据阎步克的研究，传统中国的士大夫除了士族这一社会基础之外，还有

士林这一公共空间。在东汉年间，士林有两个中心：一是以跨地域的太学为中心，

二是以大名士的个人声望为号召，成为各地士人的凝聚中心，形成士大夫的交往

网络。[21] 不过，传统的士大夫是一个具有共同价值观、文化趣味和社会身份的

阶层，虽然在历史上由于地域、利益和经学内部学派的差别，分为不同的群体，

但长期的“君子群而不党”的观念和王权对士人结社的限制，使得士大夫阶层无

法以建制化的方式组织起来。[22] 宋代以后，朋党的观念有所改变。欧阳修说：

“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23] 明中叶以后，东林党自认代表天下

舆论，他们通过书院网络，形成了一个迥异于传统朋党的有着共同政治信念的同

志式团体。晚明的士大夫结社成风，形成了对抗朝廷的非常大的民间压力。[24] 从

各方面来说，晚清所继承的正是晚明的精神遗产，士大夫结社又起狂澜，梁启超

在《变法通议》中说：“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25] 根

据张玉法的统计，从强学会封闭到戊戌政变之前，全国成立的重要学会有 62 个，

发起者基本上都是新式士大夫。[26]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的知识分子社团是在儒家文化传统崩溃的大背景下

发生的。当士大夫所共同拥有的思想框架解体，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首先发生

的就是意识形态的分裂。一方面，知识分子通过结社而自我组织起来，形成了政

治权力无法控制的士林，另一方面，这一士林由于缺乏共同的宇宙观、价值观和

知识背景，又分裂为互相冲突的意识形态团体。现代知识分子通过结社组织起来，

又因为结社而相互冲突、自我分裂，成为同时出现的悖论性的现象。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社团，由于受到传统的“君子群而不党”观念影响，他

们很少以正式的团体名义出现，通常以同人刊物为中心，形成一个松散的、志同

道合的同仁共同体。从五四时期到 1940 年代，胡适组织过多个同仁共同体，都

是以同仁刊物为中心：20 年代的《努力周报》、30 年代的《独立评论》、40 年

代的《独立时论》。[27] 之所以不愿正式结社，而以同仁刊物为中心，乃是因为

胡适等人对政治的态度是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不是具体的政治参与，而是

通过公共的舆论影响社会和政治。 

    知识分子社团的舆论影响，通过公共传媒得以实现，而公共传媒是“知

识人社会”中，除了学校之外最大的公共网络。 

现代传媒不仅控制了知识的传播与消费，而且生产与再生产现代社会的公共

舆论，而后者正是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源。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无疑是报纸、

杂志、书籍这些现代传媒的产物，按照哈贝马斯的经典论述，它们是现代社会的

公共领域。中国的公共领域，假如与欧洲的历史比较，有许多非典型的形态，甚

至可以判定其不成为公共领域。不过，假如将其放在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里面来

看，可以发现其自有渊源所在。公共传媒虽然是到近代才出现的，但作为政治合

法性基础的公共舆论，却是历史悠久。如今被称为公共舆论的，在传统中国被成

为清议，它是士大夫的专利。清议的传统历经春秋的“乡校”、战国的“稷下学

宫”、东汉的“太学”之后，到明代中晚期，由于士林中讲学与结社之风盛行、

东林书院崛起、士大夫的清议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明季王学士人的讲学，还是

局限在士人圈里面，尽管有面向民众的讲会，亦有限。然而，晚清所出现的以报

纸为中心的公共传媒，以前所未有的现代传播方式，将本来仅仅属于士林内部的

清议，放大为影响全国的公共舆论。 

    现代公共传媒的出现，与印刷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近代报纸的前身是

邸报，有研究表明，明末士大夫的结社与邸报大有关系。邸报成为社会舆论、形

成天下的中介。[28] 到了晚清，邸报逐渐演变成为民间的《京报》，由民间的书

坊印制。由官方的邸报到民间的报纸，其影响从中上层的士大夫，逐渐向民间的

一般知识公众扩张。之所以如此，乃是与不断改进的印刷业提供了技术基础有关。

报纸的出现，使得分散在各地的士人们有可能从聚合为现代的公众，形成一个“想

象的舆论共同体”。[29] 



    在晚清中国，当出现了《申报》、《新闻报》这样的公共传媒，特别是

1896 年出现了《时务报》这样以舆论为中心的现代公共领域之后，[30] 以公共

舆论为中心的“知识人社会”才拥有了可能性基础。报纸不仅传播现代知识，也

是事实真相和公众舆论的生产者。现代的公共舆论从其自我理解来说，从传统的

清议演化而来，但清议只是在士大夫阶层内部，并不是面对社会公众的。而现代

的公共舆论是意识形态，对社会公众有着直接的动员作用，影响非过去的清议所

能比肩。 

     所谓的社会公众，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固定的存在，他们是被现代传

媒和公共舆论建构起来的，是一群流动的、临时的、想象性的人群，比如阅读公

众、戏剧公众、文学公众等。[31] 参与公共舆论的知识精英在大多数的时候，其

实并不与大众直接接触，他们只是通过公众而影响大众。与宋明时期的士绅不同，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并不是直接面对底层民众，而是通过传媒所连接起来的

知识公众，是在特定的公共空间之中所聚集起来的各个阶层的知识人。而这些公

众即报纸的读者，通常是底层的士绅和新式知识分子。与此相对应，全国的大报、

地方性报纸以及面向基层的白话小报。形成了一个等级性的传媒网络，它们各自

面对的公众也是不同的，这一公众中的大部分，其实就是中国的“知识人社会”

中的等级性网络。启蒙者与被启蒙者，都处于一个相对的位置，全国性大报的读

者，可能是地方报纸的作者，而地方报纸的读者，又可能成为家乡小报的作者――

公众就这样一层层蔓延展开，形成一个以上海和北京为中心、以中大城市为中介、

最后遍布全国城乡的知识分子公众网络。而这一网络，正是通过公共传媒的“想

象的舆论共同体”建构起来的。 

钱穆先生说：中国士绅的影响一在清议，二在门第。[32] 到了现代，清议演

变为公共媒介和公共舆论，门第嬗变为学校和文凭。无论是公共舆论还是学校出

身，都成为现代社会公认的建制化力量。知识分子也通过传媒和学校，构建了一

张等级性的、遍布全国的文化权力网络。而知识分子的各种社团和同仁刊物，则

成为这张文化权力网络的网结点。这些网结点似乎没有中心，彼此联络的人脉网

络也各有交叉，却使得这张文化权力网络实实在在地形成为一个整体，同时又互

相对抗、平衡和互相抵消。不管如何，这一正在崛起的“知识人社会”，其在现

代中国社会获得的文化影响力，是过去难以想象和比拟的，从晚清到 1930 年代，



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程度。传统中国政治的二重权威之中知识分子所拥有的道

统权威，如今因为拥有了相对独立的学校、传媒和学会这三大“基础建构”，而

变得空前的强大，令掌握枪杆子的军阀、把持政权的政客官僚、拥有金钱的财团

和握有底层势力的秘密社会，都对知识分子不得不有所借重，奉为上宾。 

                                  

                                  

                                  

                                  

                                  

                                   

                                  

                                  

                                  

                                  

                                  

                                  

                                  

                                  

                                  

                                  

                                  

                                  

                                  

                                  

                                  

                            

三 、重建社会重心失败之原因 

  



    从晚清到民国，知识分子在社会的影响力，大致经过两个阶段，一个阶

段是 19 世纪末到 1920 年代末，是知识分子影响力的上升时期，知识分子借助大

学、传媒和各种社团的公共网络，与城市资产阶级一起建构了一个可以足以与中

央权力平行抗衡的民间社会。第二阶段是 1930 年代初到 1940 年代末，是知识分

子影响力的下降时期。关于前一个阶段的情况，前两节已经有较多的论述。而

1930 年代以后之所以影响力开始下降，与政治权力的变化有关。在晚清，由于

清廷在各种内忧外患之中权力逐渐衰落，地方势力日益崛起以及上海等通商口岸

城市多种政治权力的并存，社会重心不断下移。民国的头二十年，北洋政府和继

之而起刚上台的国民政府忙于军阀内战，缺乏权力中心，也顾及不了社会的自主

发展。1930 年代以后，随着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一一击败各路军阀，中央权

力稳固，开始加强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和控制。特别是 1940 年代以后，政府

以战时集权的名义，控制更加严密。最后，一度生气勃勃的“知识人社会”，被

战争所彻底摧毁。 

     1932 年在“九一八”事件周年之际，胡适写了一篇《惨痛的回忆与反

省》，文中以沉痛的口吻，反省了中国为什么近代以来如此不中用，民族自救运

动屡屡失败的原因。胡适指出，其中一个大困难“就是我们的社会没有重心”。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一直没有失去社会重心，但在中国，“我们把六七十年的光阴

抛掷在寻求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33] 在传统中国，士大夫是中国社会和

政治的中枢，近代以后的知识分子通过学校、媒体和社团的力量，试图重建社会

的重心，之所以功亏一篑，不是仅仅用外部政治权力的变化便可解释的。这里要

追问的是，近代以后知识分子不再成为社会重心的内部原因究竟是什么？与士大

夫到知识分子的自我转型有什么内在的关联？ 

   在传统中国，士大夫不仅与地方社会和帝国政治有着内在的制度性联系，

而且其内部由于有共同的儒家宇宙观、价值观和伦理观，士大夫集团也形成了一

个意识形态的共同体。然而，科举制度废除之后，知识分子虽然组成了一个拥有

文化权力的“知识人社会”，却出现了一种内外断裂的局面：在其外部，独立了

的现代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逐渐分离，失去了文化之根和社会之根；而在其内部，

因为失去了共同的信仰、价值和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不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不

仅意识形态发生了分裂，而且城市精英与乡村精英之间也失去了有机的联系。 



    到 19 世纪末，随着沿海通商口岸城市的崛起，大量的新式学堂在城市出

现，无论接受新式教育，还是谋求新的发展空间，士绅们都不得不往城市迁移。

知识精英的城居化成为一个不可扭转的趋势。如前所述，传统士绅之所以有力量，

乃是扎根于土地，与世家大族和地方网络有着密切的血肉联系。晚清以后，精英

大量城居化，移居城市以后的知识精英，逐渐与农村发生了文化、心理乃至关系

上的疏离。有研究表明，在城市发展的新式文化家族对宗族和家乡的认同感日益

淡泊，比如吴兴的钱氏家族中的第二代钱玄同就是如此。即使是留在乡村的士绅，

也大量移居县城，对村庄事务不再关心。[34]  

    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知识精英，特别是海外归来的顶尖精英，谈起西方

来，如数家珍。讲到中国农村，却一无所知，可以说是面向海外，背对乡村。晏

阳初批评说：“一般留法留美留英的博士，没有认识到中国的问题是什么，空口

讲改革，没有到实际的生活中去做工作，所以终于找不着实际问题。”[35] 一般

知识分子来到城市以后，就不愿再回农村，即使愿意回去，也困难重重。1930

年代吴景超在谈到知识分子下乡难的问题时说，乡村中缺乏容纳知识分子的职

业，乡下也缺乏研究学问的设备，乡村中物质文化太低，不能满足知识分子生活

程度上的需要，而最亲近的家庭宗族、亲戚朋友也都不希望他回乡。这些都是知

识分子不肯下乡的原因。[36] 即使像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这些致力于乡村建

设、乡村教育的知识分子，也不再有当初士绅们回到故里那种水乳相融的感 觉，

对农民来说，这些城市读书人是外在于乡村生活的外面人，无论是他们的知识、

语言，还是生活方式和趣味，都与农民们隔隔不入。传统士绅与宗法乡村的文化

一体化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难以跨越的文化隔阂和城乡断层。难怪当年梁

漱溟感叹：我们搞了多年的乡村建设，“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37] 

     当大批精英从农村转移到乡村，失去了传统的社会文化之根，是否意

味着他们在城市重新找到了新的存在基础？从现代知识分子所拥有的学校、传媒

和学会这些公共建构而言，可以这样说。然而，正如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的，知

识分子一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们有可能游离于社会

而存在，不仅对于农村生活如此，在城市生活中也是如此。虽然学校和传媒是知

识分子影响社会最重要的空间和渠道，但由于它们自身的性质，知识分子与城市

的关系却变得虚拟起来，从实体化转为话语化。 



    北京是现代中国的学术中心，是国立大学、教会大学最集中的城市。在

这些著名的大学里面，云集了中国大部分优秀的学者。五四以后，大学势力之强，

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南京政府，都不得不刮目相看。然而大学是学院的象牙塔，

大学教授与北京民众的社会生活其实是不相干的。老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社

会，一元是全国性的“知识人社会”，另一元是本土的地方社会，这两个社会之

间基本没有什么联系，学院精英与地方精英也相互脱节。到 1930 年代，大学校

园里逐渐形成了一个文化贵族，他们与农村隔离，也与身边的这个城市不相干。

直到卢沟桥的炮声才打破了象牙塔里面的平静。当北大、清华的教授们随着难民

的队伍向南方撤退，他们才真正走近社会，走近民众。当闻一多等师生们徒步从

长沙到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的时候，一路上所看到的底层民众生活让他们震

撼不已。但此时战争却削弱了学院自身的力量，“知识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了。 

    真正与城市社会发生联系的，是上海的知识分子。民国时期的上海与北

京不同，国立大学只有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等有限的几所，而教会大

学、私立大学、民营报纸和出版业却十分发达，是全国的传媒中心和出版中心。

以民间的教育、报业和出版为基础的上海“知识人社会”与沪上的地方社会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身就是后者的一部分。这一格局来自晚清的传统。自从上海

开埠以后，在黄浦江畔，就出现了一个绅商阶级，以张謇为代表的江南士绅，亦

绅亦商，他们以地方自治为契机，形成了上海城市的地方精英。民国以后，传统

的绅商阶级逐渐为新式资产阶级所取代，而士大夫阶级也演化为现代知识分子。

但上海的知识分子，比北京的成分复杂得多，除了大学教授、文化人之外，还有

报业、出版业人士、律师、医生和各类专业人士等等。他们以各种行业协会、社

会团体的方式组织起来，并且与商界、金融界和工业界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最有

名的是张謇、黄炎培为领袖的江苏省教育会，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中，联合

上海的资产阶级，在晚清和民初的政治中发生过重大的影响。 

    在 1920－1930 年代的上海，上海的知识界与商界、青红帮联合，已经形

成了一个有序的城市精英网络，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力背后有经济和社会权力的支

持。最典型的是，1932 年一二八抗战中成立的上海地方维持会（后改为上海地

方协会），会长是执媒体牛耳的《申报》老板史量才，副会长是上海商会会长王

晓籁和青红帮领袖杜月笙，秘书长则是前江苏省教育会会长、著名文化和社会活



动家黄炎培。这些地方名流有知识分子，有实业界人士，也有黑帮领袖。他们周

旋于中央权力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借多元权力的孔隙，控制了上海的地方社会。 

    虽然在上海，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结成了有限的同盟，但就整体而言，

并不成功。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间力量一度眩人耳目，但

一旦国共之间再度爆发内战，他们就失去了仲裁和制衡的力量。在近代中国，不

仅知识分子弱，而且资产阶级更弱。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像欧洲那样，是在自治城

市的传统中发展出来，从其产生的一开始，就带有官僚资本的印记，即使以后转

化为民间资本，也与国家的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国以后所出现的上海地

方精英同盟，到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就受到战争的毁灭性打击，江浙资产阶级和

青红帮势力内迁到西南之后，从此一蹶不振，只能仰仗政府过活，无可奈何地被

边缘化了。 

知识分子不仅与社会外部断裂，而且其内部也发生了断裂。在传统中国，士

绅阶层有一个庞大的社会网络，他们以科举制度为基础，有共同的儒家价值观，

形成了一个由全国名流、地方名流和基层名流三个等级的流动网络，[38] 这一网

络在晚清以后发生了内部断裂，在城市，士绅阶层蜕变为现代知识分子，在农村，

士绅阶层虽然依然有其影响，但也被渐次崛起的其他精英集团所稀释。更重要的

是，城市的知识分子阶层与农村的精英阶层，如同现代的城乡关系一般，区隔为

两个互相独立的精英共同体，虽然从个体而言可以在两个集团之间流动，但从整

体来说，无论从学校出身、知识结构和文化趣味，还是各自所借助的社会关系来

看，分解为两个互相脱节的群体。 

即使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当儒家不再是共同的价值观之后，就再也没有出

现过一个可以替代的公共意识形态。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们朦胧地形成了一段

时间的新文化联盟之后，1920 年代以后很快地就分裂了，分裂为各种各样的主

义和流派。在传统士大夫之中，每个时代虽然也有不同的流派，比如宋学和汉学、

古文经派和今文经派等，但基本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是相通的，拥有一个共同的

知识框架。然而，现代知识分子内部的断裂，最主要的是失去了共同的知识框架，

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知识纠缠在一起，形成了知识阶层内部种种的冲突和紧张。 



问题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分裂，在一个阶级冲突、政党冲突的大时代里，知识

分子又被过度政治化了。在此之前，知识分子以“中等社会”自命，不屑成为任

何阶级的附庸。30 年代以后，国民党的权力在加强，城市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

联盟力量在减弱。到 40 年代，抗日战争和战后的内战全然摧毁了民间资本和文

化权力的社会基础，失去资产阶级支持的知识分子在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之际，

不得不进行政治选择，晚清以后建立起来的知识学统无奈地宣告终结。 

  

从 19 世纪中叶道 20 世纪中叶，整整一个世纪之中，在一片风雨飘摇的内忧

外患之中，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礼崩乐坏的大乱世里，中国的知识分子被抛到社

会上，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人社会”。他们试图以自己的知识权力和舆论影响力

重建社会重心。这个“知识人社会”是自由的，也是独立的，但其根基是不牢固

的。它一方面失去了与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有机联系，另一方面与政治的制度

性关联也是脆弱的。更重要的，无论是学院，还是媒体，都缺乏体制性的保障。

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是一个奇迹，也是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象牙之塔。当

战乱纷至沓来时，终究倒了。曾经辉煌过，却没有熬过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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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build the community center：China's modern Intellectuals  society  

  

Xu Ji-li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History ) 

Abstract : In traditional China, the official head of the populace, Neo after forming a "gentry society." The 

abolition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he free flow of resources to make the 

official again. "gentry society" gradually turned into a "knowledge society." The "knowledge society" with 

schools, organizations and the media three important public building. This has raised an unprecedented 

cultural influence of intellectuals. However, due to the "knowledge society" independent and intellectuals 

have made a system of social alienation. and finally self-marginalization, failed to rebuild the core of our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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